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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小型水体（人工、自然、半自然）景观正在大量消失，本文以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水塘面积小于 １０
ｈｍ２）为例，基于遥感影像数据，综合运用 ＲＳ ／ ＧＩＳ 技术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３．３ 软件对 １９８９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个年份环巢湖地区多

水塘景观格局时空动态进行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深入探讨多水塘景观面积变化驱动要素，对帮助理解多水塘景观演变带来的

景观格局———过程关系及多水塘景观保护、利用和恢复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１）１９８９—２０１６ 年间，农田景

观面积比例呈下降趋势，表现的更加破碎，建设用地景观面积比例大幅度增加，森林绿地景观持续破碎化，水体景观面积比例下

降，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面积、斑块形状指数、最大斑块指数均呈下降趋势；（２）基于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多水塘景观时空演

变特征分析表明，巢湖北岸多水塘景观集中在烔炀镇、黄麓镇，巢湖南岸多集中在白山镇、盛桥镇和槐林镇，这些地区也是多水

塘景观格局变化最剧烈的地方；（３）基于地理探测器，揭示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因子探测结果表

明，自然环境条件中的坡度因子 ｑ 值最大，为 ０．５４５，其次为建设用地变化量、农田变化量、人口密度变化量和林地变化量等，交
互探测结果表明，多水塘景观面积变化各因子交互作用后，对多水塘景观面积变化的影响显著增强，由此表现出多水塘景观变

化影响要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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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１， ＹＯＵ Ｌｕｏｌｉ１，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１，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ｘｉａ２，３，∗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６， Ｃｈｉｎａ

２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 Ｃｈｉｎａ

３ Ｔｈ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Ｇ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ａｎ ａｒｅ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ｓｅｅｎ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网络出版时间：2018-05-30 10:56:57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031.Q.20180530.1056.026.html

wjf
高亮

wjf
高亮

wjf
高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ｉ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３ × ３ ｋｍ ｇｒｉ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ｎ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ｏｆ Ｔｏｎｇ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ｌｕ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 ｏｆ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ｏ， ａｎｄ Ｈｕａｉ Ｌ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ｏｈｕ； 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多水塘景观是指多而小的水塘由于位置靠近或相互连接而形成的集合［１］，作为一种重要的水资源，全世

界面积在 １０ ｈｍ２以下的水塘景观占据了全球地表水资源的 ３０％左右［２］。 多水塘景观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

在的典型“水适应性景观” ［３］，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４⁃６］，具有雨洪滞蓄与旱涝调节、净化水质、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生态功能［７⁃１１］。 此外，多水塘景观还具有文化、景观、休闲游憩功能，反映人地关系的

历史演变过程［１２⁃１３］。 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多水塘

系统，在数量和面积上均呈下降趋势，多水塘景观功能退化显著［２］。 世界各国均已开展相关多水塘景观的研

究［１３⁃１４］，对多水塘研究的重点更多的聚焦在人为影响下的水塘功能转变、水塘网络构建与保护以及水塘的管

理与评价［１３，１５］。 在中国，关于湖泊、水库等大型水域景观研究较多，对小型水体景观的研究不够关注［２⁃３］。
巢湖流域小型塘坝自明清时期开始大量涌现，其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有别于其他地区，不仅为巢湖

流域农业提供灌溉功能，也形成了该地区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１６］。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巢

湖流域景观格局发生较大变化［１７⁃２４］，然而，迄今鲜有对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的研

究。 本研究以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为研究对象（水塘面积在 １０ ｈｍ２以下），基于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运用

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手段，就快速城市化阶段的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进
而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多水塘景观空间演变驱动因素，以期为环巢湖地区发展过程中多水塘景观格局优化和

保护利用等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环巢湖地区位于安徽省中部，长江流域下游左岸，地理坐标位于 １１７°１６′５４″—１１７°５１′４６″Ｅ，３０°２５′２８″—
３１°４３′２８″Ｎ 之间。 地区内总轮廓为东西长、南北窄，东面高、西面低，环绕在巢湖周边。 环巢湖地区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际降水量变化较大，降水量以夏季较为集中；地带性植被为落叶与常绿

阔叶混交林；区域内水系发达，河流众多。 巢湖因水而生，巢湖地区也因水而兴，几千年来巢湖人修建了大量

的塘、坝、堰、圩等农田水利工程。 环巢湖地区土地面积 ２５７０ ｋｍ２，共包括 １ 区 １ 市 １４ 镇，即包河区（滨湖新

区）、巢湖市区以及环巢湖 １４ 个乡镇（街道）（图 １）。
２０１１ 年，在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文件之后，中国五

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成为合肥市的“内湖”。 在新的行政区划格局背景下，环巢湖地区作为巢湖流域人口最

为集中、城镇建设活动最活跃、污染负荷最大来源地，其土地利用发展方向可能发生较大改变，本研究将是快

速城镇化背景下多水塘景观演变的背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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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和范围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１．１　 遥感影像及处理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围，选取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 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３ 个年份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数据。 三幅影像在研究区范围内影像云量少，质量较好，为各个不同时期土地

利用解译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本研究主要将环巢湖地区土地利用划分为 ４ 种类型，４ 种用地类型及含义见

表 １。 具体分类方法见相关文献［２５⁃２６］。 土地利用信息提取过程采用一系列的辅助数据，包括合肥市水利工程

图，合肥市土地利用分类图，环巢湖地区行政区划图，以及野外调查数据（环巢湖地区湿地资源调查数据，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等资料。 本文重点研究的多水塘景观信息是在分类结果中单独提取的面积小于 １０ ｈｍ２的

水塘斑块。

表 １　 环巢湖地区土地利用类型解译分类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用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包含内容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水体 Ｗａｔｅｒ 湖泊、河流、水库、池塘等天然或人工水域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ｓ 包括所有具有一定森林覆盖率的区域

农田 Ｃｒｏｐｓ 包括耕地、水田、菜地以及休耕地等

建设用地 Ｂｕｉｌｔ⁃ｕｐ 已建成用地，包括城乡居民点、工矿、交通设施用地等

２．１．２　 人口、社会与经济等数据

本文涉及到的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数据来源于《合肥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合肥市城市总

体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合肥市湿地保护与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年）、合肥市巢湖水环境专项规划（２０１５）
以及环巢湖地区乡镇的总体规划等相关文本。
２．２　 网格划分及景观格局指数选取

景观格局指数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用来定量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人类

活动对景观的干扰程度［２６］。 单纯应用总体景观格局特征变化分析不足以全面理解多水塘景观空间格局演

变。 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网格划分综合分析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考虑到不同网格大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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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效应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在 ＡｒｃＭａｐ １０．２ 的 Ｆｉｓｈｎｅｔ 工具中设定 ０．５ ｋｍ×０．５ ｋｍ、１ｋｍ×１ｋｍ、２ｋｍ×２ｋｍ、３ ｋｍ
×３ ｋｍ、４ ｋｍ×４ ｋｍ、５ ｋｍ×５ ｋｍ 等多个网格大小空间结果比较分析后，发现在体现人类活动影响特征、水体及

周边关联像元的覆盖范围、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等方面，较小的网格可能会人为地切断小水体的空间联系，较大

的网格则可能掩盖了小水体的细节特征，相较于其他尺度的网格单元，３ ｋｍ×３ ｋｍ 的网格尺度在兼顾上述空

间特征与模型运行效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因而对于刻划研究区用地结构相对简单、突变不明显的景观

特征是比较适宜的。 通过对研究区总体景观格局及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内多水塘斑块图斑提取分析，可以

反映多水塘景观的格局特征演变过程，刻画出多水塘景观新生、扩散、合并或消亡的时空过程。 参考相关研究

后比较分析［２７⁃２９］，选择斑块面积（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 ＣＡ）、斑块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ＮＰ）、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ＬＡＮＤ）、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最大斑块指数（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ＬＰＩ）、平均

斑块大小（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ＭＰＳ）、景观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ＬＳＩ）作为衡量多水塘景观面积、数
量、聚集程度特征的景观格局指标，基于遥感影像解译分类图，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３．３［３０］软件支持下分

析计算。
２．３　 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

地理探测器作为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其最大优势在于没有过多的假设条件，可以有效克服传

统统计方法的局限性，已被运用于从自然领域到社会领域的研究范围［３１］，如对中国县域城市化空间变异的驱

动力［３２］、居民宜居满意度的影响机理［３３］、农村用地地理要素识别［３４］、美国陆表切割度空间变异的主导因素

探测［３５］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地理探测器机理如图 ２ 所示［３６］：假设在地理空间上，如果某种环境因素能够影响景观格局，那么该因素

与景观格局指数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应具有相似性。

图 ２　 地理探测机理示意图［３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Ω：地理空间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Ｈ： 网格系统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Ｈ ＝ ｛ｈｉ； ｉ ＝ １， ２， …， ｎ｝；；Ｃ： 影响因素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Ｄ： 另一种影

响因素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

假设地理空间为 Ω，景观格局指数在地理空间上的网格分布为 Ｈ，通过规则的格网将地理空间划分为 ｎＴ

个单元，每个单元中景观格局指数为 Ｈｉ（１ ≤ ｉ ≤ ｎＴ） 。 某种影响景观格局指数的因素在空间上的分布为 Ｄ，
该因素在地理空间上可以分为 ｎＤ 个子区域。 景观格局指数（Ｈ）与影响因素（Ｃ、Ｄ）叠加作用后，在地理空间

上形成 ｎＤ 个子区域，每个子区域中包含有 ｎｚ（１ ≤ ｚ ≤ ｎＤ） 个格网，因此有 ｎＴ ＝∑
ｎＤ

ｚ ＝ １
ｎｚ 。 子区域中每个格网单

元景观格局指数记为： Ｈｚ，ｉ（１ ≤ ｚ ≤ ｎＤ，１ ≤ ｉ ≤ ｎ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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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理空间 Ω 的景观格局指数为：

ＨＴ ＝ １
ｎＴ
∑
ｎＴ

ｉ ＝ １
Ｈｉ （１）

整个地理空间 Ω 的景观格局指数的方差为：

σ２
Ｔ ＝ １

ｎＴ
∑
ｎＴ

ｉ ＝ １
（Ｈｉ － ＨＴ） ２ （２）

假设某个影响因素 Ｄ 将地理空间分为若干个子区域，选取其中的两个子区域，分别记为 ｚ１ 和 ｚ２，则这两

个子区域景观格局平均指数为：

Ｈｚ１ ＝ １
ｎｚ１
∑
ｎｚ１

ｉ ＝ １
Ｈｚ１，ｉ （３）

Ｈｚ２ ＝ １
ｎｚ２
∑
ｎｚ２

ｉ ＝ １
Ｈｚ２，ｉ （４）

这两个子区域景观格局指数的期望为：

σ２
ｚ１ ＝ １

ｎｚ１
∑
ｎｚ１

ｉ ＝ １
（Ｈｚ１，ｉ － Ｈｚ１） （５）

σ２
ｚ２ ＝ １

ｎｚ２
∑
ｎｚ２

ｉ ＝ １
（Ｈｚ２，ｉ － Ｈｚ２） （６）

使用 ｔ 值检验，

ｔＨｚ１－Ｈｚ２
＝

Ｈｚ１－Ｈｚ２

［σ２
ｚ１ ／ ｎｚ１ ＋ σ２

ｚ２ ／ ｎｚ２］ １ ／ ２ （７）

其自由度为：

ｄｆ ＝
σ２

ｚ１ ／ ｎｚ１ ＋ σ２
ｚ２ ／ ｎｚ２

１
ｎｚ１ － １

（σ２
ｚ１ ／ ｎｚ１） ２ ＋ １

ｎｚ２ － １
（σ２

ｚ２ ／ ｎｚ２） ２
（８）

本文主要应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 ２ 部分内容进行相关研究。 其中，
（１）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影响因子对景观格局变化的解释程度，根据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多水塘

景观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位置上，影响其变化的环境因子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若某环境因子和多水塘景观的

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这个环境因子对多水塘景观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意义［３６］。 分层总体方

差为：

σ２
ＴＤ ＝ １

ｎＴ
∑
ｎＤ

ｚ ＝ １
∑
ｎｚ

ｉ ＝ １
（Ｈｚ，ｉ － Ｈｚ） ２ （９）

空间分异性 ｑ 值大小可以代表影响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其公式为［３１］：

ｑ ＝ １ －
σ２

ＴＤ

σ２
Ｔ

（１０）

ｑ 取值范围为［０，１］，数值越大表明分类因素对景观格局变化的解释力越强。
本文根据多水塘景观自身形成特点，结合相关理论分析，从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

变化情况等多方面对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变化影响因子进行筛选。 以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环巢湖地区 １ 区 １
市 １４ 镇的多水塘斑块面积统计结果，计算得出多水塘景观用地面积的变化量。 选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土
地利用变化等 １０ 个影响因子作为影响多水塘景观用地动态变化的地理探测影响因子。 以水塘面积的变化量

为因变量，其他影响因子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地理探测器研究方法，分别计算出各影响因子对多水塘景观面积

变化的空间分异性 ｑ 值。 具体影响因子选择为：
①自然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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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条件主要包含了地理地形因素、河流水系条件及旅游资源状况。 其中，高程及坡度是影响城镇

和农村聚居地形态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而多水塘景观多围绕居民点发展；从河流水系条件看，环巢湖地区水

系发达，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会受到来水条件的影响；在旅游资源条件方面，环巢湖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人文历史资源，随着人们对环巢湖地区旅游规划的重视，在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其周边的多水塘景观有可

能会连带受到保护和重视，因此，选择旅游资源数量作为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的影响因子之一。
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环巢湖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随着城乡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人

口越来越多的会选择到城镇生活，而环巢湖地区的发展机遇，又使一些人口向这里转移，人口的变化对较为敏

感的多水塘景观影响较大。 “要发展，先修路”，环巢湖地区的对外交通和联系交通的增加是该地区经济发展

的最显著表现。 因此，选择人口密度变化和道路交通用地面积变化作为影响多水塘景观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因子。
③政府政策环境

在城乡发展过程中，政府依据地区人口、产业发展、综合发展目标、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在用地发展方向

及土地合理分配上进行指导，提供使用类型和强度的量化要求。 因此，以《合肥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及环巢

湖地区生态保护修复与旅游发展规划》的战略格局与环巢湖地区各区、县（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指标，作为探讨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的政府政策环境影响因子。

（２）交互探测用来解释影响因子是独立起作用还是具有交互作用。 现有的统计模型都是分析单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交互探测能够同时分析两个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影响。 对于两个影响因

素 Ｄ１和 Ｄ２，它们对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的影响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共同作用的。 我们可以使用 ＧＩＳ 软件叠

加地理图层 Ｄ１和 Ｄ２，得到新的地理图层 Ｅ。 比较 Ｄ１、Ｄ２和 Ｅ 的 ｑ 值，判断交互作用的影响［３７⁃３８］。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环巢湖地区总体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通过图 ３ 对环巢湖地区不同景观类型水平的景观格局分析数据可知，农田和建设用地 ＰＬＡＮＤ 呈负相关，
虽然在研究期末农田仍是占据环巢湖地区的主要用地类型，但是建设用地的 ＰＬＡＮＤ 从 ２．７％增加到 １６．４％，
２７ 年间增加了近 ６ 倍的面积。 农田 ＬＰＩ 的下降和建设用地 ＬＰＩ 的增加，表明景观的优势类型在发生着一定的

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林地的 ＬＰＩ 和 ＭＰＳ 呈下降趋势，林地 ＰＤ 呈增大趋势，综合说明林地表现出的演变趋势

是更加破碎，更加复杂。
水体格局的演变与其他斑块类型的演变休戚相关，水体 ＰＬＡＮＤ 和 ＰＤ 的下降以及 ＭＰＳ 的增加，表明本

来在环巢湖地区广泛存在的水体，在城市化进程下逐渐消失，在区域内呈聚集分布趋势。 城镇化进程中多种

景观类型共同作用导致景观类型水平的时空格局变化，这必将对环巢湖地区整体景观及生态环境造成很大

影响。
进一步对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格局分析结果如表 ２ 所示，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１６ 年，水塘 ＮＰ 从 ４４３２ 个减

少到 ３３６５ 个，ＭＰＳ 从 ０．７５ 增加到 １．０２， ＰＤ 从 １３３．１４ 下降到 ９７．９６，ＬＳＩ 从 ７７．２３ 下降到 ６６．７９，说明原本在环

巢湖地区广泛分布、复杂多样的多水塘景观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减少，表现出聚集趋势。 ＬＰＩ 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０．７２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０．３７，表明原本有一定优势的水塘被其他斑块类型不断取代。
３．２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时空演变特征

从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的斑块面积时空格局演变来看（图 ４），１９８９ 年多水塘景观在除巢湖市区和散

兵镇以外的环巢湖大部分地区均为 １０ ｈｍ２以上的广泛分布格局，而到 ２０１６ 年，在环巢湖大部分区域，多水塘

景观面积均有下降趋势。 通过对多水塘景观的斑块数量分析表明（图 ５），１９８９ 年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在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内大多为大于 １０ 个的分布格局，而到了 ２０１６ 年，多水塘景观多集中在巢湖北岸的烔炀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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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环巢湖地区斑块类型水平格局特征的演变

Ｆｉｇ．３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１９８９ 年、２０１６ 年环巢湖地区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统计的多水塘景观斑块面积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ａ ３ ｋｍ×３ ｋｍ ｇｒ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９８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６

麓镇和巢湖南岸的白山镇、盛桥镇和槐林镇。 多水塘景观在巢湖流域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兴盛多与农业生产

关系密切，目前多水塘景观聚集局域多为传统农业区域，具有环巢湖流域典型的历史文化特征。 进一步的分

析表明，环巢湖地区的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的下降趋势，形势不容乐观。 如表 ３ 所示，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内多水

塘景观斑块数量在 ０—１０ 阈值区间内呈现增加趋势，网格数比例分别从 １９８９ 年所占比例的 ３７．３０％增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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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８９ 年、２０１６ 年环巢湖地区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统计的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 ３ ｋｍ×３ ｋｍ ｇｒ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９８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６．９２％。 与此同时，斑块数量大于 １０ 的分组，网格所占比例呈现持续减少，尤其是斑块数量大于

３５ 的网格数下降明显。 基于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分析，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 ＬＳＩ 从 １９８９ 到 ２０１６ 年间，在
大部分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图 ６），尤其是在多水塘景观原本较为丰富的烔炀镇、同大镇、白山镇、盛桥镇、槐林

镇下降最为明显，表明原来研究区内以多个小而不规则的水塘占据优势，而现在更多的聚集为单个大水塘。
部分区域 ＬＳＩ 的增加（如滨湖新区所在的 Ｄ⁃０４，Ｄ⁃０４，Ｆ⁃０５），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居住小区内部和城市公园

中人造水景的破碎化及不规则化造成的。

表 ２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的总体格局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ｙｎｏｐｔｉｃ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年份
Ｙｅａｒ

斑块数量 Ｎ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斑块密度 ＰＤ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
（个 ／ ｋｍ２）

最大斑块指数 ＬＰＩ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 ％

斑块形状指数 ＬＳＩ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平均斑块面积 ＭＰＳ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 ／ ｈｍ２

１９８９ ４４３２ １３３．１４ ０．７２ ７７．２３ ０．７５

２０００ ３６７４ １１０．８１ ０．５０ ７１．８５ ０．９０

２０１６ ３３６５ ９７．９６ ０．３７ ６６．７９ １．０２

３．３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变化驱动因素探测识别分析

从因子探测结果（表 ４）来看，坡度因子的解释力最高，说明水塘斑块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于水塘的保

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建设用地变化量、农田变化量和林地变化量对于多水塘景观的变化也具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说明政府政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引导明显影响着水塘用地的变化。 另外，人口密度变

化量对于多水塘景观用地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研究区内人口的增加使得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
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多水塘景观的变化，此外交通的便利也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填埋多水塘景观转换为建设

用地等更加便利。
交互探测结果发现，人口密度变化量和其他影响因子交互后因子解释力显著增大，例如，与高程交互后解

释力为 ０．９７６，显著大于人口密度变化量的解释力（０．３９９）和高程的解释力（０．１２７）之和。 这意味着，在任意影

响要素与人口密度因素控制作用下，交互后对多水塘景观变化影响因子解释力均明显增强，也印证了人口密

度影响因子的重要性。 而河流水系数量与其他影响因子交互后，解释力最大的是与农田变化量交互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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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８９ 年、２０１６ 年环巢湖地区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统计的多水塘景观斑块形状指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ｕｓｉｎｇ ａ ３ ｋｍ×３ ｋｍ ｇｒ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１９８９ ａｎｄ ２０１６

为 ０．９０３，也是显著大于河流水系影响因子的解释力（０．１９３）和农田变化量因子的解释力（０．４０９）之和。 这说

明，任意两个影响因子交互后对多水塘景观变化的因子解释力均会显著提升，也就是说多水塘景观变化受到

多影响因素的共同制约，两个影响因子相互交互后的因子解释力要明显强于原来单个影响因子。

表 ３　 基于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的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３ ｋｍ×３ ｋｍ ｇｒ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斑块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１６ 年

网格数 ／ 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ｉｄｓ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

网格数 ／ 个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ｉｄｓ

比例 ／ ％
Ｐｅｒｃｅｎｔ

变化率 ／ ％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０—５ ３９ １５．９８ ６６ ２７．５０ ６９．２３

６—１０ ５２ ２１．３１ ５６ ２３．３３ ７．６９

１１—１５ ３６ １４．７５ ３５ １４．５８ －２．７８

１６—２０ ３９ １５．９８ ３１ １２．９２ －２０．５１

２１—２５ ２８ １１．４８ １８ ７．５０ －３５．７１

２６—３０ １２ ４．９２ ９ ３．７５ －２５．００

３１—３５ １１ ４．５１ １２ ５．００ ９．０９

３６—４０ ９ ３．６９ ５ ２．０８ －４４．４４

４１—４５ ４ １．６４ ４ １．６７ ０．００

４６—５０ ６ ２．４６ ３ １．２５ －５０．００

＞５０ ８ ３．２８ １ ０．４２ －８７．５０

４　 讨论

４．１　 多水塘景观格局的多尺度研究

环巢湖地区在 ２７ 年间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下降了 ２４％，有关多水塘的研究在国内外均表明了类似的情

况，例如，在英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 ４０ 年，水塘斑块数量下降了 ５５％左右［３９］，我国台湾省桃园地区在 １９２６ 到

１９６０ 年间，水塘数量消失了 ３７％［４０］。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环巢湖地区农田面积仍占到 ６０％以上，相关研究表

明，农田景观转变成建设用地景观对多水塘景观影响最大［２，１２，４１］，对于研究区目前相对较好的本底条件，现在

开始重视多水塘景观的保护利用具有深远的意义。 Ｃｕｒａｄｏ 等［４２］在法国南部研究表明小水塘比大水塘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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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王志芳等［４１］在重庆两江新区的研究表明，中小型水塘斑块大面积消失，保留下来的水塘斑块有部分大

型水库作为城市景观发挥作用。 环巢湖地区多个小水塘有聚集成大水塘的趋势，尤其需要加强对面积较小水

塘的保护。 有研究表明，周围有林地的水塘，其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较高［７］。 研究区林地面积总量虽然

有所增加，但更多的是见缝插绿，表现出更加破碎化的林地景观。 如果能在小尺度上对具体水塘周边土地利

用方式演变进行分析，尤其是对林地与多水塘景观演变关系研究，可以得出更多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结果。
有学者运用综合分析法对台湾云林县多水塘景观研究，筛选出需要重点保留的对象［４３］。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

斑块面积和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尤其需要多关注某些多水塘斑块减少较快的区域，在小尺度上确定亟需保护

的水塘，以便更好的发挥水塘功能。

表 ４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量的地理探测影响因素及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ｏ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影响因素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指标
Ｆａｃｔｏｒｓ

空间分异性 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ｑ

自然环境条件 坡度 ０．５４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河流水系数量 ０．１９３

风景资源数量 ０．１８８

高程 ０．１２７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人口密度变化量 ０．３９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主要对外道路数量 ０．２８０

道路交通面积变化率 ０．０６１

政府政策环境 建设用地变化量 ０．５０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农田变化量 ０．４０９

林地变化量 ０．３９８

在对景观格局及其过程特征的识别、比较和应用上多尺度研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４４］。 本文在景观生

态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展开研究，重点在于应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来揭示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环巢湖地区多

水塘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特征。 研究结果可以为小尺度研究提供一定参考，而参考本文研究方法未来在更大的

巢湖流域尺度上进行多水塘景观系统研究，以适用于流域长期管理也是值得探讨的方向。
４．２　 多水塘景观变化驱动因子研究

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斑块面积变化影响因子进行了解释，地理探测器作为

一种新颖的空间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揭示研究对象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机理。 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演变

是多维要素的影响结果，本研究难以把所有影响因子考虑详尽，结合相关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 １０
个影响因子，可提高研究结论的对比性与实践性。 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引导是影响多水塘景观变化的主要因

素，该结论与其他地区水塘演变影响因素分析相一致［２，４１］。 坡度对多水塘面积变化影响最大可解释为，下垫

面地形条件对水塘面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 人口密度变化对水塘面积变化影响解释力较强，阎克勤等［１２］

在我国台湾桃园用多元回归分析法也得出人口发展对水塘变化的影响较大。 河流水系数量对水塘面积变化

解释力在本研究中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与农田变化量交互后解释力增大，有可能是河流水系在与农田灌溉

沟渠连通后会对水塘面积变化产生一定影响，Ｈｕａｎｇ［２９］对桃园农田水塘沟渠网络连通性的研究表明沟渠连通

性与水塘变化有一定关系。 Ｃｕｒａｄｏ 等［４２］使用前向逻辑回归方法，得出法国北部农业地区水塘持久存在原因

是受到沼泽、草原、沙丘灌木的积极影响以及农田和城市化用地的负面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地理探测器中的

因子探测器只能反映因子的影响大小，却无法反映影响的正负性。 对多水塘景观演变驱动因子的进一步研究

需要通过现场的观测及实验方法，如水塘污染物情况、河流水系径流量等数据，能更全面的获得多水塘景观变

化的影响因素。 地理探测器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同时分析两个或者多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因变

量的影响［３６，３８］，而现有的统计模型多以分析单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主。 在本文中，地理探测器被用于分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析两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例如自然环境条件因子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的耦合）对多水塘景观格局变化的

驱动力，而对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将是下一步研究的目标。
４．３　 多水塘景观的综合保护与利用

城镇化进程在因水而兴的环巢湖地区仍会继续，多水塘景观不仅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更是该

地区的独特文化遗产，理应提升重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如何将多水塘景观与环巢湖地区发展和旅游产业

相结合，打造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进一步挖掘其文化价值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而如何通过学习多水塘

景观网络构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水问题及指导海绵城市建设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台湾省

桃园地区水塘网络的构建［２９］、长江三峡水库消落带多功能基塘的设计与实践［４５］ 等都是多水塘景观保护和利

用可以借鉴的方向。

５　 结论

本文着眼于长期被忽略的多水塘景观，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网格分析法、空间统计及 ＲＳ ／ ＧＩＳ 技术，对环

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格局时空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从多方面进行多水塘景观变化驱动

因素探测识别分析，结果如下：
（１）环巢湖地区景观水平上，从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田 ＰＬＡＮＤ 呈下降趋势，表

现的更为破碎，在某些区域的主导地位已丧失，建设用地 ＰＬＡＮＤ 呈 ６ 倍的增长趋势，最大斑块指数 ＬＰＩ 也呈

增加趋势，林地 ＰＬＡＮＤ 虽然有一定增加，但是却表现的更加破碎，水体 ＰＬＡＮＤ 呈下降趋势。 多水塘景观斑

块数量、面积、斑块形状指数、最大斑块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２）进一步基于 ３ ｋｍ×３ ｋｍ 网格单元对多水塘景观时空演变特征分析表明，多水塘景观斑块数量、斑块

面积和斑块形状指数在研究区内大部分区域均呈下降趋势。 多水塘景观目前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巢湖南岸

的白山镇、盛桥镇、槐林镇和北岸烔炀镇、黄麓镇等，这些区域也是多水塘景观变化最剧烈的区域。
（３）本文利用地理探测器从空间布局视角出发，分别从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府政策环境

３ 个方面选取代表性指标，揭示环巢湖地区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结果表明：坡度因子对多

水塘景观变化影响最大，建设用地变化量、农田变化量、人口密度变化量、林地变化量对多水塘景观变化也具

有较高的解释力，各因子相互作用后，对多水塘景观变化的影响显著增强，表现出多水塘景观用地变化影响要

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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